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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

张　 星

（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６）

　 　 ［摘　 要］ 明代乡约作为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方式，在良知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

貌。 阳明学者罗汝芳订立的乡约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

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

则，将儒学的引导功能和实践本怀展现出来。 其约不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既有乡约以强

制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惩戒、教条灌输等问题，也兼容了乡约的自治自发与官方的圣谕宣

讲，使得觉民与得君之间得以融通。 罗汝芳乡约反映出儒者社会化实践的本质始终是着

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处境，这不但是乡约得以长久实施的内在依据，也是儒

家之“仁”超越时空差异的不变内核，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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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是相对个体的内圣工夫实践而言。
②　 桑东辉：《阳明学的传播及当代启示———以书院为中心》，《思想理论战线》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③　 中晚明时期很多乡约都受到罗近溪的影响，如安徽祁门县陈氏的《文堂乡约家法》、虞山书院的《乡约仪》。 明末沈寿嵩的《太祖

圣谕演训》宣称此书是依近溪《宁国府乡约训语》增补而成。 吴震认为嘉靖四十二年，罗近溪著名的《宁国府乡约训语》是“自阳

明以后，第一部明确地以《圣谕》为指导思想而制定的《乡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８９ 页。）程玉瑛指出，近溪的乡约将乡约、保甲、社仓等融汇于一约，影响了包括吕坤在内的后

世《乡甲约》。 （程玉瑛：《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台北：广文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 ３６ 页。）陈来则指出近溪在思想上对吕坤的影响。
（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第 ４４８ 页。）

④　 陈时龙：《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罗汝芳“六谕”诠释的传播与影

响》，收入《全国纪念罗汝芳诞辰 ５００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５ 年；马晓英：《明儒罗近溪的乡约思想与实践》，《中国哲学

史》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刘岳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６２ 页。
⑤　 ［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第 ６２ 页。 陈时龙：《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

“乡约”是宋明以来基层的自治制度和儒家的社会化实践方式①。 中晚明时期阳明学者遍布天

下，在阳明学和当时政治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乡约的目标、特点和内容都发生了转变，呈现出了多元

的形态。 其中，阳明后学罗汝芳（号近溪）的乡约带有良知学讲会性质和泰州学派的民间讲学风格，
将人伦日用道理广泛传播到田间地头、海滨盐卤，使阳明学由书院走向民间②，是阳明学社会化实践

的典范，对后世乡约的发展方向影响极大，其重要性已逐渐为学界所关注③。 不过，既有研究或从历

史、思想史角度将近溪的乡约视为一个普通案例加以对比考察，旨在突显其时代和地域差异，或集中

在近溪阐释“圣谕六条”的政治实践④，而对于近溪乡约内在的价值和影响关注不够，仍有必要深入

探讨。
可以肯定的是，罗近溪乡约的成功离不开良知学的精神内核⑤和他独特的实践方式。 那么，便

有必要在良知学的脉络下考察近溪乡约之所以能够发挥影响的关键。 是故，须依次探讨如下问题：
近溪实践乡约的目标是什么？ 良知学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近溪的独特诠释如何融通良知学、乡约

和圣谕？ 在宣讲和实践乡约的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和原则？ 借助近溪的乡约可以进一步反思：谈论

儒家的社会化实践在当今时代有什么意义？

一、近溪乡约的良知学内核

已有研究多将近溪乡约的特点归结为“以圣谕六条为中心的解读”，指出近溪乡约是以圣谕为



主，《吕氏乡约》为辅，更将圣谕视为儒学经典①。 从形式上看，近溪的乡约确实是依“圣谕六条”逐句

阐释。 不过，需要考虑的政治背景是，圣谕的宣讲是从明初颁布《教民榜文》以来便一直施行的民众

教化政策，近溪作为地方官不过是行分内之事。 而以“圣谕六条”来讲乡约更是中晚明时期的通行做

法，早在近溪之前便已广泛流行②，到近溪之时早已具备一套成熟的流程和形式，实不足以构成值得

称道的特点和具有影响力的原因。 诸多乡约都在讲圣谕，为何近溪乡约的影响和效果尤其突出？ 如

果说乡约是一种载体，“圣谕六条”是乡约的规定格式，那么如何“讲”即所谓“以言取效”才是核心。
换言之，他在宣讲乡约的过程中，究竟传达了什么？

首先，近溪在乡约中对圣谕的解读是围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展开③，旨在“唤醒人心” （页
７６２）④。 也就是让听众自己意识到孝、敬是自身良知的自然表现，不是为了遵守儒家的仁、义，更不是

出于“知恩图报”的道德行为。 就“孝”而言，在最具代表性的《宁国府乡约训语》（以下简称《宁国训

语》）中，近溪以孟子所说赤子孩提“无不知爱其亲”来解释“孝顺父母”：
臣罗汝芳演曰：“人生世间，谁不由于父母，亦谁不晓得孝顺父母。 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

知爱其亲’者，是说人初生之时，百事不知，而各个会争着父母抱养，顷刻也离不得。 盖由此身原

系父母一体分下，形虽有二，气血只是一个，喘息呼吸，无不相通。”（页 ７５３）
近溪强调人初生时“百事不知”，却“无不知爱其亲”，看似相反的表达实则展现了近溪独特的良

知观：百事之“知”是后天习得，所以初生时不知；而初生时的“无不知”才是良知，是先天之“知”。 在

《腾越州乡约训语》（以下简称《腾越训语》）中，近溪进一步解释道，“原来心上晓得好，便是孟夫子所

谓良知，不待你们思虑计较生出来，自自然然便都晓得”（页 ７５９）。 也就是说，良知与百事之知的本

质差异即在于是否掺杂着“思虑计较”。 具体到孝顺父母上，“孝”最深的根源正是不假思索的自发

情感和行为，恰恰不需要任何理由，即所谓“自然的本心，不加勉强而然”（页 ７５４），而非基于“人子受

亲之恩”（页 ７５３）而生起的“知恩图报”的行为。 近溪所谓“如幼年时一心恋恋，生怕离了父母”（页
７５３），便是指出这种自然而然的亲近之情就是孝，也正是良知的自然表现，不可轻看。 需要指出，知
恩图报当然参与孝的行为，也是赤子本心得以长久实现的保障，但这仍属于后天的知，因其前提条件

须基于亲恩的事实，及对此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肯定。 故而，知恩图报是在先天良知基础上展开的道

德行为，与作为根源和动力的赤子良知有别。
近溪显然更强调道德行为的根源和动力，就在人初生的一念良知，即所谓“只要不失了原日孩提

的一念良心，便用之不尽”（页 ７５３）。 其依据在于，父母子女之间本有着一体不分的内在关联，其中

蕴含着“天地生生之仁”的深刻内涵，而非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⑤。 这并非什么宏大或抽

象的道理，在父母子女之爱上便可呈现，最终必落在这个与父母、兄弟、妻子不相隔绝的“我此人身”
上。 故而，孝悌等观念不是儒家发明的世俗教条，更不是官方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是有着良知性善的

天然依据，是人之所以立身于天地的根本，故近溪直言，“父即是天，母即是地”（页 ７５３）。 于是，人即

使不能在价值上认同亲恩，即使认为个体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之中的，也不妨碍人会怀念幼时与父

母共度的幸福时光，这才是人有可能被唤醒良知，进而自觉践行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 对于近溪而

言，圣谕因为以孝、敬为先，更成为乡约宣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内容，圣谕和乡约共同成为唤醒民众

良知的主要方式。
其次，将乡约的条目建立在良知学的基础上，这在阳明后学中并不鲜见，而非近溪发明，如薛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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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罗汝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３４ 页。 吴震同时指出，罗近溪“甚至将朱元璋本人置于‘承契’尧舜孔
孟这一儒家道统的谱系之中”。 但事实上，这并非近溪特色，明代士大夫将太祖朱元璋置于儒家道统谱系之中的现象较为普遍。
相比而言，近溪不特别强调朱元璋在道统中的位置，而更强调“圣谕”的经典地位，是将太祖与圣谕分开来谈，方能扩大“圣谕”诠
释的空间，以便和儒家经典相互发明。
陈时龙：《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
近溪弟子杨起元在《罗近溪先生墓志铭》中，谓汝芳“立乡约，饬讲规，敷演圣谕六条，倦倦勉人以孝悌为先”（页 ９２１），载《罗汝芳
集》，方祖猷等编，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 本文后面所引此书文献，只夹注页码。
“唤醒人心”之说虽为约众评论语，但无疑非常精当，近溪亦同意。
详见《罗汝芳集》，第 ６５、２３３ 页。



早在 １５１９ 年（正德己卯）便已明确将“良知”一则列入乡约条目①。 不过，近溪对良知的解读在阳明

的基础上略有发挥，他曾明确表示：
（阳明）其时止要解释《大学》，而于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单说个良知，而此说良

知，则即人之爱亲敬长处言之。 （页 ８６）
可知，近溪是将良知还原到孟子所论“无不知”的内涵，即他常提及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

亲，……孩提稍长，无不知敬其兄”（页 ７５２－７５３），而不同于阳明所谓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的能力。 不

可否认，良知作为“心之本体”自有极其高深的一面，但在良知学的传播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困难与

争议，如空求本体，析理愈精微而本体却更渺茫，使得良知越发难以被学者理解并实践，更何况启发

百姓。
近溪则以赤子初生来指出“知”的先天自然内涵与人人本具的普遍性，这一特点在他讲明乡约时

尤为突出。 其用意在于让百姓能够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赤子长成”（页 ３５），从而确信自己本具良知。
此时再回想幼时对父母的依恋，方有可能生出对父母之恩的感念，最终自知“应当”孝顺父母。 对此，
近溪有非常形象的比喻，“如人旧有至宝，一向忘记，忽然认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 何等便宜！”
（页 ２１３）既是自家本有的，便容易实现自觉自发的行为，且乐在其中。 无论孝、敬，抑或知恩图报，若
无根本，则只是无源之水。 相比而言，其他圣谕宣讲多是以顺为孝，如谓“不忤逆，便是孝顺”②，“父
母生身养身恩德至大，为人子者，当孝顺以报”，“不见父之非，委屈承顺”（《圣训解》）③云云，流为形

式或口号恐怕是最好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将人驯化为不辨是非只知顺从的“良民”，只有“顺”而无

“孝”，只有“尊上”而无“敬长”。 这也是为什么近溪“说理式”的“圣谕六条”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很
快取代当时最具代表性且流传最广的王恕六谕诠释，而成为更有竞争力的文本④。

最后，在阐明孝、敬即良知的基础上，近溪对“圣谕六条”进行了逻辑建构，使六个看似不相干的

教条成为有机的整体，亦是人之良知在世俗生活之中的层层展开。 既然血亲关系不过是“天命生生

之德”的呈现，而非本质，那“亲亲”便不构成对天命生生不已的限制，如此方有“推爱”的可能。 换言

之，儒家所论孝悌本就不是纯粹私领域的伦理条目，近溪弟子杨起元更直言“纲常即伦理中事”（《龙
兴寺会记》）⑤，认为孝是“公领域的政治与社会道德伦理”⑥。 此说的意义在于指出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固然有所不同，但并非对应着截然不同的两套伦理规则，尤其就主体的道德行为而言，伦理生活

都是生生之德在现实中的呈现与延伸。
于是，近溪在“和睦乡里”一条中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亦以同生为美” （页 ７５４）。 所谓“同

生”指人皆禀赋天地之德而生，有着同一本源，更具有“同胞”“同与”“同类”的含义，同胞之同与血亲

之同皆为“天命生生”的呈现。 近溪一方面指出“同”意味着彼此休戚相关，借助利害关系劝人守望

相助；另一方面，也借助“同”来解释人可与血亲之外的人相感通，以激发人的“不忍”之心。 接下来，
“孝敬和睦之事既知自尽，又当以之教训子孙”（页 ７５６），“教训子孙”一条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延续孝、
敬、和睦的途径，即所谓“孝敬和睦，相延不了”（页 ７５６）。 而其前提是作为“教者”的父母长辈须率先

自知、自尽孝敬和睦，先做到反己，而非责人。 因此近溪总结，“上来四条：孝亲敬长，睦乡教子，是自

尽性分的事”（页 ７５５），纯从正面启发鼓舞。 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只有理想化的自尽性分一面，过
恶必难避免，故必以最后两条从反面加以警醒告诫，即所谓“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二句，是远祸害的

事”（页 ７５５），之后再“将《吕氏乡约》四句相兼着体会而行”（页 ７５７）方为完备。
可见，近溪无论宣讲乡约还是演绎圣谕，皆是试图唤醒人内在的良知和生生的力量，这本质上也

是乡约之所以得以延续的内在生命力。 如果说近溪“立乡约，饬讲规，敷演圣谕六条”（页 ９２１）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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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获得合法性支持①，那也仅限于他出仕之始任太湖令时期（１５５３ 年），“演圣谕”是当时官员的行政

任务，而十年后的《宁国训语》远非单纯地诠释圣谕。 当然，圣谕以孝顺父母为首，本有价值的合理性

和贴合百姓日用的部分，只不过在政治话语的解读中往往被异化为宏大抽象的教条。 近溪则善于找

到并发挥圣谕中的合理成分，给予不离当下的阐释，使之回归人的日用本质，其效果也必然是圣谕与

他自己思想的“恰巧”契合。 在近溪的解读中，首条孝顺父母与其他五条显然有着不同的地位，不可

等同视之，近溪乡约的着力点和根本唯在孝。 对比而言，《吕氏乡约》由于并无孝的条目，自然也成为

辅助解释圣谕的内容。 最终，在以孝为良知之自然呈现的基础上，“乡村人民的公约”和“皇帝钦定

的誓词”这两种根本精神截然不同②的文本在近溪的解读中实现了高度的契合而焕发出生命力。

二、近溪乡约社会化实践的特色

近溪的乡约以唤醒人心为目标，除了在内容上有着良知学的鲜明特色之外，乡约宣讲的实践方

式同样重要，良知学的内核与实践的方式一以贯之、相辅相成。 乡约能否得到百姓认可而长久实行，
并非仅仅取决于其内容本身多么深刻、正确，事实上，教化方式或许更为重要。 已有学者注意到，逐
渐改进的道德教化方式是乡约发展的内在原因③。 启发唤醒的本质是教民，而非站在官府的立场进

行管和治，正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页 ７６２）。 可以说，近溪的乡约实践对既有的乡约和圣谕

演训作出了根本性的改变，也恢复了乡约本来的自治精神。
近溪乡约的首要原则和特点就是以正面启发为主，具体方式是“展示让看”。 如在《宁国训语》

中讲“孝顺父母”，重在描述为人父母当初如何爱护孩子，人幼年时如何依恋父母，通过在此重现这些

人人都有过的回忆来唤醒人心，而无只言片语涉及“为人子者当如何”云云。 这并非宁国特色，即使

当地民风不善，盗贼讼狱不息，近溪也不改初衷。 甚至面对战时的危机情况，近溪非但没有改变一贯

风格，反而加强了这一倾向。 《腾越训语》所处之时，正面临缅甸莽人随时进犯的威胁，“商旅不行，
民间经旬罢市”，“独赖乡约《圣谕》，朝夕宣扬，故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严” （页 ７５８）。 但

近溪的宣讲却吸引了“四五万众”来听，起到了安抚人心的效果。 相比于《宁国训语》，近溪这次的展

示更加直接：
堂均此堂也，场均此场也，上之坐于堂，下之立于场，人亦均此人也。 然初则杂乱喧哗而莫

可听闻，今则静默停妥而略无纷扰，此其光景何啻万倍！ ……夫无我、无人、无老、无少，皆能一

般孝顺，一般尊敬，则岂不是各各安其生理，而各各免作非为也耶？ 故适才讲的只是口里说，而
此今相对方是身上做也。 ……盖此个孝顺，此个尊敬，缘何却得身上如此好？ 盖由你们原来心

上晓得如此好也。 原来心上晓得好，便是孟夫子所谓良知……（页 ７５９）
试想，时值休战间隙，周边百姓皆汇聚而来，数万听众立于场上，从开始的杂乱喧哗，到后来静默

停妥，这是场上每位约众亲身经历的事实。 借助当下的真实情境，近溪先是直接鼓励，指出这种变化

即表明大家当场已经实现了孝顺、尊敬，落实到了“身上做”，而非仅仅停留在“口里说”，而这正是源

于人人皆有良知。 然后，表达人人平等的立场，毫无高高在上的长官做派，如所谓“无我、无人”诸语

是在指明良知具有普遍性，这便是平等的依据，而“人亦均此人也”则是说明良知并不会丧失，人的存

在处境取决于他是否有良知的自觉。 紧接着，近溪便以“你们到老身上如此好”，“若肯大家散后去

也如此这等好，年小的也如老者这等好，乡下的也如城中这等好，远屯的也如近乡这等好”（页 ７６０）
等一系列正面说法，来激活大家的良知自觉，也不过就是人人皆有向善要好的心。

其中关键在于，不是要强调我们官府“为你好”，而是强调你们已经“这等好”“本来就好”，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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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晓英《明儒罗近溪的乡约思想与实践》。 吴震也指出，近溪是要借助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让自己的思想获得权威的
形式。 （参见吴震《罗汝芳评传》，第 ５００ 页。）魏月萍则认为近溪讲六谕并非强烈的政治化趋向，这取决于究竟是君道认同为主、
为先行意识，还是良知认同为主，彰显民间个性。 很明显，近溪属于后者。 参见魏月萍《君师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论述》，
第 ３２９ 页。 笔者更同意魏月萍的观点。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３ 页。
陈宝良、周兴：《明代乡约宣讲与儒家道德的世俗化》，《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坚定向善信念，确信自己本是个好人，未来也愿意做个好人。 进而助人反思，“我自己为什么这么

好？”最终，助人了解，原来这就是良知。 至此，便能实现《里仁训语》所说，良知“顿尔作得主起”，“故
自然不待拘检，而静定胜如官府在上，岂止一身受用，且其天机活泼，生生不已”（页 ７６４）。 正如梁漱

溟所说，这是“把人生向上之意提起来”①，激起百姓自动自发的意愿。 近溪乡约训语的现场向来不

是严肃的审判庭，而往往是一团和乐，百姓或欢声踊跃或淫淫涕下的集会，听众常“依恋环听不能舍

去”（页 ７６０）。 百姓之不舍再次验证了近溪所谓“人人本有要好的心”，也希望“不徒一处好，且可以

望万方皆好；不徒一时好，且可以望万万年皆好矣！”（页 ７６０）
其次，近溪在正面启发的同时，最大可能地避免强制和公开惩恶扬善。 这种强制当然有来自官

府的意识形态灌输，但是近溪对于既有乡约中的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即指出道德评判、赏罚导致

的宰制问题。 如谓“立薄以书善恶，公论以示劝惩，其《约》反多不行，原是带着政刑的意思在” （页
７６２）②。 故而，在《宁国训语》中，近溪先明确略章程、次讥察的原则（详见页 ７５０）③，将赏罚（尤其罚）
置于次要地位，给约众自发地为善去恶留有足够空间。 如讲《吕氏乡约》“过失相规”一条，近溪当然

肯定他者的辅助作用，因人皆有自己不知的过失，故须由他人帮助规诫，但并不意味着必须以公开赏

罚的方式“相规”。 事实上，朱子便对《吕约》有所增损，重在多次规劝而无赏罚④；阳明也曾表达过对

于恶人不宜指摘，否则“反去激他恶性”（《传习录》２９６：２８０）⑤，更何况是公然声讨、惩罚。 但是真正

实施起来，正如马晓英所说，“没有几个儒学官员真能做到纯任道德教化而忽略刑律威权”⑥。 儒者

皆知“法立则弊生”，但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越发严苛，如阳明《南赣乡约》便是如此。 近溪守宁国时

遇有官员巡查，该官员丝毫不信近溪之治，随后却不得不感叹，“人言罗守以学会、乡约治郡。 予始讶

其迂，今阖郡相安无事，则信乎其为卓异也”（页 ８４０），所以更显得近溪的方式难能可贵。
近溪之所以能做到轻惩恶，第一是出于不忍之心。 杨起元曾感叹其师“每见人有过，輙提起‘怪

不得’三字在口，谓吾侪日居善地，日亲善友，犹不免于有过，而此辈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

人，或未闻善言，或未见善行，其有过也，如何怪得他？”⑦近溪意识到人有过是非常正常的，且他看到

了普通人之过或许是由于没有足够好的条件接受教化，故而，“过”并不能都归咎于个体。 正因为近

溪对他人皆抱有不忍之心，故能以教为主，而不忍轻易责怪、惩罚。 而这背后更体现了他对人人皆有

良知的强烈信念，所以能够对改善教化方式、制度有所自觉。 第二是由于近溪会将“见人之过”视为

进一步反省自己的契机。 如谓“又将他的过失自反于己，说‘我亦有此差失处否？’” （页 ７５６）讲“德
业相劝”一条亦然，“却又自反于己，说‘我亦有此好处否？’”（页 ７５６）指出相规、相劝的目的不是要

站在道德高地指摘评判他人，而是最终落实为修己的实践。 第三，工夫是个人自发的修身实践，乡约

则是普遍的社会化实践，重唤醒而次赏罚的方式与近溪的良知学工夫重为善而轻去恶是一致的。 近

溪曾言，“万一恶多于好，则恼怒填胸，将近于恶人；若果能好多于恶，则生意满腔，方叫得做好人矣”
（页 ７６），指出好善与恶恶虽然是仁之正反两面，但在实践上，生意满腔与恼怒填胸仍有情感层面的

本质差异，是故，近溪尤其不吝“奖善”。 且与当时人讲乡约特重“督善”不同，近溪主张“有能行得

的，便大家推奖他，使他益肯学好”（页 ７５６），注重推奖已有的善行，而不是只盯着善之不足处去敦促

人不可懈怠。 这也侧面验证了近溪确实视百姓为赤子一般来教化，而与阳明《南赣乡约》或一般以书

善恶、示劝惩为主的乡约迥然有别。
一般的乡约实践多是强制性地将百姓的善恶行为登记入册并加以公开赏罚，这本质上是效仿功

过格的方式。 但问题是，功过格本来是个人记录自己言行善恶进而自己考量德业是否进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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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第 ２０５ 页。
此言虽非出自近溪之口，但却是对近溪之说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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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指出这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世俗禁欲主义，取决于一个人的虔诚程度”①。 可以说，“书善恶”
纯是个人行为，甚至是私密行为，他人的、公开的评判考量并不适用，更何况，民众不一定有虔诚的信

仰。 于是，当众公示善恶甚至处置过恶的行为，更多地沦为高高在上地“对民众进行思想灌输和心理

恐吓”②，实已背离了乡约的基本精神。 道德实践的动力是内在的好善、要好的心，而非来自恐惧，在
面对百姓的宣讲中，足够的正向反馈而非负面批判才是乡约得以长久实践的因素。

最后，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近溪在乡约的形式与礼仪上的调整可谓一以贯之，已有研究已注意到

这一点。 不过，这里仍有必要再指出两点近溪在实践上的原则：
（１）从容自然、平等亲切的现场秩序。 一般乡约都会明确地强制约众“不许喧哗”，且须“立听”

“拱立静听”甚至“跪听”，有过者须“跪请”③，而官员、诸生、约正、约副等乡约的主持者可有不同等级

的座椅④。 正如朱鸿林所说，乡约成为固化阶级差距、倚强凌弱的统治手段⑤。 近溪的乡约从不直接

要求约众“肃静”，而是借助童子清歌逐渐引入，耐心等待现场自然安静下来。 《里仁训语》中，近
溪言：

吾乡老幼聚此一堂，有百十余众，即使宪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岂法度不严，奈何终难

静定？ 及看此时，或起而行礼，或坐而谈论，各人整整齐齐，不待分付一言。 从容自在，百十之

众，浑如一人，天时酷暑浑如凉爽，虽自朝至暮浑如顷刻，更无一毫声息扰动，亦无一毫意思厌

烦。 （页 ７６４）
严法固然有一定效果，但众人若由内而外地静定，而无一毫厌烦，则须适当委婉的引入方式。 在

腾越乡约现场，“声气杂沓，咫尺莫闻”，场面一度失控，但是待歌诗后，则是另一番场面，“于时太和

洋洋，充满流动，而万象拱肃，寂若无人”（页 ７５９）。 近溪不但不强制肃静，更允许百姓坐⑥，以保持彼

此亲近甚至平等的官民关系。 这背后体现了近溪基于人人皆有良知而产生的平等意识，故而能给予

百姓足够的耐心和尊重。 近溪的这一做法影响颇为深远，如《虞山书院志》的“乡约仪”记载“或疑百

姓在官府前不可坐”，专门讨论百姓是否当坐（坐于地）的问题，便用“罗近溪乡约有皆坐之文”⑦来证

明百姓应当坐听。 可见，近溪乡约在晚明已具有典范意义，这种相对宽松的现场秩序保障了从容自

然的乡约氛围，且礼仪上遵循的是亲亲、敬长等儒家基本伦理，而非政治层级，更符合乡约最初的

精神⑧。
（２）具有内在韵律和美感的礼仪实践。 《宁国训语》中记录了较为完整的仪式流程，可以简单总

结为：歌诗—宣圣谕—行礼—就座—鼓磬—行礼—宣讲—歌诗—鼓磬—饮茶—行礼—宣讲—歌诗—
鼓磬—饮茶……饮茶—行礼（详见页 ７５２）。 在宣讲过程中，不断重复“歌诗—鼓磬—饮茶—行礼”等
一系列环节，整体的节奏感非常鲜明，展现了儒家的礼乐教化特色。 乡约本就应当担负儒家礼乐教

化的重要职责，而非单纯地进行内容输出，《吕氏乡约乡仪》便有非常详细的礼仪规范，其内容篇幅也

多于乡约的四条。 细观近溪的乡约仪式可以看出，他的礼仪更接近阳明的《教约》，具有良知学特色，
即在教人歌诗、习礼的过程中，唤醒人的“爱亲敬长之心”（《传习录》１９６：２２５）。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歌诗的重要性，诗主要是《诗经》，歌则极可能是承自阳明的“九声四气歌

法”⑨。 阳明在《训蒙大意》中曾言：“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

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传习录》１９５：２２３）以歌诗引导童子，帮助启发其志向、意志。 近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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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林：《一道德，同风俗———乡约的理想与实践》，《读书》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
只有腾越的乡约由于人数过多，故众人立于演武厅场中。
《虞山书院志》，第 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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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 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页 １９）歌诗可以助人收摄精神，
“和平心气”（页 ３７４），助人暂时从日常生活中后撤一步，有机会反省自身习以为常的存在处境，进而

生出向善、要好的心，即所谓“身有之”。 而众人同歌更能实现人自身、人与人、人与天地之间的心气

流动，彼此浑融无间，甚至直入圣贤境界①，这一效果在宗教唱诵、瑜伽唱诵中也颇为常见。 在众人不

断共同歌诗、行礼的操练中，礼也呈现出它古老的功能和价值，那便是人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外显方

式，无论欢乐还是流涕，皆能呈现一片祥和。 因此，近溪所追求和呈现的效果正是《论语·乡党》中所

描述的理想的礼，“展现为一种‘体态’、‘心态’表里共建、交关同构的身心修炼”，“涵盖日常生活的

各个方面”②。 即使这一理想境界难以企及，至少在乡约聚会中，行礼之人和礼仪行为也可呈现出内

在的韵律和美感，这正是本真之性的体现，并继续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 由此可知，近溪擅长以饮

茶、童子捧茶指点人人皆有良知，便不足为奇，皆是在“展示让看”人各自的良知，而非标榜他一己的

良知或道德境界。 最终是让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确实有良知，也确实可以呈现良知。

三、结论

综上可见，近溪乡约社会化实践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是由于他始终不离具体的人和人当下的现

实处境，将良知学的精神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而不全同于一般理解的儒者是“以自己的人格感化

启发乡村人的向善之意”③。 近溪固然有“舌胜笔”的美誉和极强的个人魅力，但究其根本，他所凭借

的并非一己的人格魅力，并非打造圣贤式的人格榜样，而是真诚地肯定并深信每个人都有良知，以及

每个人的良知皆能被唤醒。 近溪正是基于这一良知信念来实践圣谕和乡约，所以他愿意聆听并正视

百姓的诉求，愿意用百姓都能听懂的白话来讲解④，也乐于创作朗朗上口的歌谣来帮助百姓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近溪的乡约具有典范意义是因为它回归了儒家关心社会实践的本怀，具体

而言是凸显了儒学作为“引导性哲学”在社会化实践中发挥的“引导功能”⑤。 这种引导为主的教化

方式以人性皆善、人人皆有良知为理论基础，旨在启发人的良知良能，唤醒每个人内在的不忍之心，
而传授知识或进行道德判断则居于次要地位。 这便决定了唤醒民众的内容必须是众所周知的平实

道理，如儒家的庸言庸行、阳明学的良知，对于近溪而言，便是赤子父母彼此的依恋，本质上皆是符合

当时人们生活处境的日常事理。 也就是说，所谓“唤醒”众所周知的道理，皆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

存在本身，而非任何科学、正确或抽象的常识，更不能是外在的权威甚至愿景，否则很容易下堕为非

理性的煽动和狂热。 这也可以理解为何作为“仁”之具体表现的“孝”在历史上往往是教化的核心价

值，即使有朝一日孝悌慈不一定符合人们普遍的生活处境，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而言，“不忍之心”
或“仁”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唤醒并展现。 这正是“仁”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以及儒者对于践行“仁”
有着极大热情的理由。 换言之，“仁”最核心的内涵不是知识而是实践，这也是在当下讲儒家乡约实

践的意义。
事实上，这种儒家社会化实践的引导功能可以融通君、师之道。 儒者士大夫向来关心社会秩序

的建立，明清乡约大盛，阳明学者大多参与制定乡约，也侧面反映了士人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

社会⑥。 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始终存在着儒家价值理想与皇权之间的张力⑦。 这种张力在泰州学

派的布衣儒者身上呈现为一种抉择，即坚定地选择以师道自任。 如王艮欲为天下万世师，并告诫后

人不仕，在实现“觉民行道”这一新路线的同时，也造就了觉民与得君两种路线的对峙。 而在身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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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士大夫的罗近溪身上，君道与师道更多地呈现为兼容，以及对君师之间张力的调适。 近溪的乡约

实践实际上融贯了儒家价值、民间乡约和官方圣谕，这是介于觉民、得君二者之间且有别于东林学派

对抗型的另一种“中间线路”①。
可以说，罗近溪的乡约和对圣谕的诠释为君道与师道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路径。 如果说

儒者觉民与得君有着共同目标———“行道”，那么近溪便是找到了二者之间的通途，既不必标榜师道

甚至以师道抗衡君道，也不必过度推崇君道。 这是因为近溪的落脚点既不在“师”，也不在“君”，而
在“道”。 正如杨起元所说：“师之道立，则善人自多，近师语气重‘道’字，又重‘自’字，某因会其意，
元来师不在‘位’而在‘道’也。”（《与周明所》）②对于近溪而言，师不应该只是固定的“位”，而是具有

超越性的“道”，师道之超越性亦非抽象观念，而就是“引导人自然地生出道德自觉”这一实践行为，
因而是付诸实践的师友之道，更可推扩为风化乡里的教化之道。 故而，制度或权力保障，甚至具有权

威主义的师位都不是必争之地，“道”亦不可窄化为君道或师道。 反过来说，无论得君还是觉民对于

践行儒家之道而言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二者不必彼此反对抗衡。 这正是近溪所谓“德统君师”
（页 ２３４）的深刻涵义，即始终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以不离日用的儒家之德（如“孝”）来统领

君师之道。 唯有如此，君师之道方能彼此兼容、保持平衡。 但这个平衡不易把握，在近溪的基础上多

跨出一步，便是其弟子杨起元“以君为师”③的主张，将“道”步步窄化，甚至对标太祖这个人，将其塑

造成圣王。 其结果是平衡被彻底打破，君成为道的唯一权威。 因此，从阳明、王艮到近溪再到杨起

元，中晚明儒者的社会化实践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近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近溪的乡约

实践及其折射出的中晚明社会化实践发展历程之中的得失，对于当今时代建立家国秩序亦具有现实

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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